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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研究

李　旭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１）

摘要：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对提高其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具有重大意义。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事实层
级明晰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是什么”的问题、核心层级说明刑事裁判文书之因果逻辑、实践层级说明刑事
裁判文书说理施行方法等三个层级，论证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立足起点、把控关键与目标指向，为我国
刑事裁判文书的撰写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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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刑事裁判文书结构中，事实、证据、理由

是灵魂部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一般都要进行

事实说理、证据说理，写理由时，也必须要有说

服力，才能让当事人服判、让广大受众心服，并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古代判词作

为刑事裁判文书的前身，比较注重说理，讲求

“以理服人”，值得当下的刑事裁判文书借鉴。

而且，古代判词更注重说理产生的“说服力”，说

理不完全等同于说服。说理通常要真实、逻辑

合理、论据可靠，但是说服通常追求的只是最终

的结果，它可能是非真实的、有逻辑谬误的或者

论据不可靠的，其目的在于引发“行为的依从”，

可诉诸认知或情绪，比如虚假的宣传或蓄意的

误导，也能有良好的说服效果。而作为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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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代判词与刑事裁判文书，只能诉诸说理，让
说理产生良好说服力，最终达到所期望的目标。

正因为古代判词重说理，才有诸多佳判、妙
判流传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当下，我国刑事裁
判文书“轻说理”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
因，只有深入了解这些“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彻底解决困扰刑事裁判文书的这个痼疾，让说
理重新焕发生命力。

　　一、事实层级：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是”

　　“是”在英文中为ｂｅ动词，相应的，在古汉
语中“是”表示“肯定判断”之意，如《诗·曹风·

鸤鸠》中的“正是四国”，亦表示“存在”。刑事裁
判文书说理之“是”即表示说理的“存在”，它是
说理主体意识的存在、思维的存在，也是说理主
体意识世界的外化。当这种“是”未表现为刑事
裁判文书书面性的文字，仅仅是说理主体头脑
中的感知、想法、思想时，它仅是一种主观的存
在，是应然的；而当这种“是”已经外化为文字性
的表述，不论它是当下的还是历史的，都是一种
客观的存在，是实然的。

（一）刑事裁判文书之“是”

刑事裁判文书，在古代又称“判词”。所谓
判词，一是指判决书的旧称，二是指“断语，结
论”，本文所指判词乃是前者，即古代官府断案
的判决书。“就概念讲，判词是以法律为依据对
是非曲直的判断与评价所得出的结论。”［１］如冯
梦龙的《智囊》中便有不少妙判，《鹤林玉露》《唐
语林》《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二）、《小豆棚》（卷
八）（卷十六）中皆有所载。“判”，《说文解字》释
为“分也”，而“分”，释为“别也”。“判”即区分、

辨别之意，在审理讼狱中使用，引申为辨别是
非、决断纷争的意思。“判词”即断案之语，也称
为“判”“判语”“判牍”。“判决书”的称谓至清末
方才形成［２］。

学术界公认的最早最完整的判词可追溯至

西周晚期夷厉时期，有一桩记载了奴隶买卖纠
纷过程的百余字的铭文《匜铭文》。后世的代表

作可见于以下典籍：秦代云梦秦简之《封诊式》；

唐代《通典》（卷十五）《文苑英华》《全唐文》、王
维的《王右丞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张鷟
的《龙筋凤髓判》；宋代朱晦庵等人的《名公书判
清明集》、官员的办案经《判词经典》；明代李清
的《折狱新语》、海瑞的《海瑞集》、徐曾的《文体
明辨》；清代于成龙的《清朝明吏判牍》、樊增祥
的《樊山判读》等。总的来说，汉代以前的判词
为初创阶段，较为粗疏且留存较少；魏晋南北朝
时期是判词的过渡阶段，多为花判；唐宋时期是
判词的发展阶段。其中，唐代多拟判、骈判，且
保留下来的较多；宋代多实判、散判，保留下来
的较少；明清时期为判词的成熟阶段，骈判逐渐
被弃，散判占据主流。明代判词多存在于“明人
文集、公牍、历史档案及其他一些史籍中”［３］，清
代判词则集大成，且判词有多种分类：依判词功
用与性质，分实判、虚判与花判。实判是古代官
府衙门根据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纠纷判罪定案

的判词，具有极高的历史参考价值；虚判又称拟
判、甲乙判，是根据虚构的纠纷来考核官员的能
力，是选拔官员的重要考试内容之一，即“取备
程试之用”，仅具文学欣赏价值，如沈家本编撰
的《考试法官必要》就对刑事判决书写作予以统
一规定；花判则多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如《刀笔
精华》《三言二拍》《红楼梦》中的判词。依判词
采用文体，分为采用骈体的骈判与采用散体的
散判。依适用对象，又可将判词分为解决程序
问题的批词与解决实体和程序问题的判词。依
语言载体形式，亦可将判词分为以口头形式作
出的语判和以书面形式作出的书判。

由上可知，各个朝代的判词各具特色、风格

各异，且类型繁多，但它们也有共同之处：一是

制作判词的态度严肃且审慎，严格遵守当时的

规定，注重经验总结，经得起推敲；二是写作判

词的方式有情有理，情理交融，既依法裁断，又

以情断案；三是判词的修辞技巧注重文理优长，

词风优美，言简意赅，文词虽少，表意却丰；四是

判词的释法说理带有劝谕告诫的特点，重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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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动情晓理、使人向善。其中，释法说理是

古代判词的核心，有判词，就有裁判理由，就必

须进行说理。从法理视角出发，我国古代判词

释法说理的特征独具一格：“说理的原则———以

礼率律，迭相为用；说理的根据———断狱必贵引

经，其后乃有判词；说理的标准———情贵推原，

理当依据，法宜按定；说理的形式———文理兼

具，因词厚情；说理的功能———承流宣化，寓教

于判。”［４］

（二）说理之“是”

说理，意为“讲明道理、服从道理、不蛮横”。

其出处较早且有多种记载：如汉·扬雄《法言·

寡见》：“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
《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

说理者莫辩乎《春秋》。”汪荣宝义疏：“《丧服四

制》，郑注云：理者，义也。”南朝·梁·王僧孺
《初夜文》：“乃应病投机，解纷说理。”孙犁《秀露

集·文学和生活的路》：“文字非常漂亮，说理透

彻。”且在学者陈嘉映的《说理》一书中将其表述

为：说理的目标是通过在此一事上的说服，让对

方获得理解，让对方自己提升理解的能力。

裁判文书的说理在于“说不说”“说什么”和
“怎么说”［５］，旨在让广大受众接受这种说理，而

不论受众是法律群体还是非法律群体、是精英

阶层还是平民阶层。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

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加强人

民法院裁判文书说理工作，提高法官说理水平，

提升文书质量。《意见》首先指出了说理到底
“说不说”的问题，即说理的目的和价值。说理

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一接受、实现两统一”，即

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有机统一；说理的价值主要在于增强裁判

行为的公正度与透明度，规范审判权的行使，提

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其次指明

了说理应该“说什么”，即裁判文书要做到“四

要”：要阐明事理、要释明法理、要讲明情理、要

讲究文理。裁判文书要遵循“四到”：做到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和要求、做到层次

分明、做到有的放矢、做到恰到好处。裁判文书

要实行“四从”：从审查判断证据方面说理、从认

定事实方面说理、从适用法律方面说理、从行使

自由裁量权方面说理。并且，指明了说理应该
“怎么说”，即根据案情是否重大复杂、诉讼各方

争议程度、审判程序类型、案件的社会影响大

小、文书种类等不同情况进行适度的说理；根据
“应当加强释法说理”和“可以简化释法说理”的

具体情形具体对待；遵循文书制作的技术格式

规范、语言文字规范等；从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出发，遵循其指引机制、

考核机制、评价机制、评查监督机制等配套建设

要求；为法官裁判文书说理创造“愿说理”“敢说

理”“会说理”“说好理”的良好环境［６］。

为了使裁判文书的说理“说得更好”，２０２１
年１月１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深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

理的指导意见》。首先，它的发布有着重要意

义，它是深化裁判文书说理工作的重大举措、关

键环节、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其次，它有着突

出亮点，即规范说理案件、细分说理情形、规范

说理方法、回应人民群众诉求；最后，它有着重

要的配套机制，即案件识别机制、类案统一机

制、审判监督管理机制、文书反馈及改进机

制［７］，这为裁判文书说理提供了新的“灵感”并

指明了“方向”。

　　二、核心层级：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因果”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因果”，简单来说，是

前事件（即“因”）和后事件（即“果”）之间的作用

关系，还可以指影响说理的一系列因素（因）和

说理现象（果）之间的关系。这种“因果”不仅与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客体、过程、性质、变量、事

实、状况等密切相关，而且它是客观的、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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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有条件的、有时间序列性的、复杂的、特

殊的。不同于其他领域之“因果”，其“因”既非

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质料因、形式因、

动力因、目的因，其“果”也非大乘佛教与小乘佛

教倡行的“五果”，此“因果”属于法律、法理、刑

法范畴，是有限定的。

（一）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因”

１．说理困境之“因”

说理面临困境是当代刑事裁判文书中的一

大痼疾，而作为刑事裁判文书前身的古代判词

却鲜有说理之困。古代更注重天理、人情，国法

只是辅助而已。换言之，古代的“礼法”传统、

“德主刑辅”观念在人们心中已根深蒂固，“法”

不得逾越“礼”“理”“德”“情”。“法”是第二位

的，“礼”是第一位的，这让官员判案时首先考量

的是案例是否“合乎礼”，其次才是“合乎法”，故

古代判词更多体现了古代官员的“主观德行”，

更多是情和理的展现，重教化，让判词更有人情

味、更暖心、容易让人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更有

说服力，达到让百姓与当事人心悦诚服的社会

效果。正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言，它是一种
“教喻式的调停”，不仅不像法律文书，因为其所

用法言法语极少，反倒更像是“道德教科书”。

反观当下，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面临着困境。

当下中国正在加紧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如何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彰显“法治”成为

新的课题。在司法实践中，法治的意涵被理解

成严格依法行事，尽管也有“以德治国”的辅助，

但是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法律的权威

被过度尊崇，文书的说理大多是冷冰冰的法条

援引。情理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最终呈现的只

是一纸冰冷的、缺乏人情味的文书，让文书的说

理功能大打折扣，文书所要体现的公平和正义

往往难以彻底实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

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法律

本来应该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本来

应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

服，这些功能就难以实现”，“一纸判决，或许能

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

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

结”，这些论述都明确指出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

的不足与解决问题的方向。

关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沈玉忠认为，“我国

的判决文书公式化，判决理由普遍过于简单，甚

至缺少法律论证和推理”，且“裁判文书千案一

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

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形象”［８］。

邵栋豪认为，刑事裁判“文书质量评查只注重激

励性评优而忽视惩戒性纠错，审判权运行注重

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而忽视主审法官、合

议庭对案件之决定权，上述做法是制约刑事裁

判文书法律说理的三大体制机制性障碍”［９］。

任素贤等人认为，“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展

开存在三个现实短板：事实说理的薄弱化、程序

说理的缺失化和量刑说理的空洞化”，主要表现

为“无话可说型、有话不说型、有话难说型”［１０］，

等等。

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严重缺乏说理的

裁决比比皆是，不仅地方法院的裁决如此，最高

人民法院的一些刑事裁决亦是如此。缺乏说理

导致裁决由于缺乏事实与规范的沟通从而沦为

一种缺乏权威性的‘单纯的暴力’。”［１１］有些刑

事裁判文书在证据部分只是简单的罗列堆砌，

证据说理的效果差，自然就无法以理服人。有

些则是量刑说理差，量刑的合法性、合理性、全

过程没有被充分地展现。而且，“自古以来，司

法审判中‘重结果，轻过程’的思维惯式使得人

们心中没有建立起对判决理由的需要和信赖，

法官亦重视审理案件效率提升，整个社会大环

境缺少对判决说理的重视。”［１２］

综上所述，产生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困境是

由多重因素造成的，主要归结为主观原因（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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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心理因素）与客观原因（如环境因素），且客

观原因大于主观原因。而且许多主观原因是由

客观原因引起的，客观原因是首要原因、主观原

因是次要原因。比如，排除裁判者能力因素（法

官自身的判案水平与经验）与案件繁多（是法官

身“累”、心“累”的根源）等因素，有些裁判者并

非不愿意说理，而是由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裁

判者说理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一部分裁判者为

了规避风险、免于担责，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心理，“不敢说”更是当下一些刑事裁判者

的真实写照，“不敢说理”“怕说理”逐渐成了主

流，造成了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慵懒”以及说

理的“乱象丛生”。与古代判词中官员敢说理、

愿说理、能说理的情势相比，当下刑事裁判文书

说理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不能说、不敢说、不愿

说；二是有能力说，却不愿说、不敢说；三是有能

力说、愿意说，却不敢说；四是愿意说、也敢说，

却没能力说；五是愿意说，却没能力说、不敢说；

六是敢说，却不愿意说、不能说；七是敢说、也有

能力说，却不愿说。其中，复杂的主观原因与司

法体制不完善的客观原因密切相关，二者是当

下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困境之根源。这充分说

明，客观原因是影响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最直

接的、最根本的因素，主观原因只是次要因素。

２．必须说理之“因”

说理是判词或刑事裁判文书的核心，有裁

判文书，就必须有裁判理由，就要进行说理，二

者相伴而生。《宋会要辑稿·刑法三·诉讼》将

裁判理由称作“断由”，其重要作用在于“解决纠

纷、平息争斗、了结是非、定分止争”。古代社会

更多的是“礼治”，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将社

会的各个方面统统纳入“礼治”的麾下，让礼的

教化作用在判词中得到充分展现。而且，我国

传统法律是德与礼相融合的产物，礼法间无明

确分野，礼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导司法审

判，是司法审判考量的首要要素与出发点，尤其

是在判词说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礼指导法，

比法有着更高的位阶与社会认同，其不仅是古

代司法官员判决的重要依据，也是判词说理中

的“将帅”，是判词说理的中枢与先决条件，左右

着案件的最终走向。一言以蔽之，礼发挥着“定

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重要功用。为

了实现礼的功用，判词说理常常引经据典、借助

修辞、参考义理、斟酌人情，达到惩恶扬善、惩恶

服凶、悲天悯人、济世救民、道德感化、劝诫宣

谕、人性关怀的目的，这样才能顺应民情、导民

向善、维护秩序、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尽可能达

到“无讼”，以提升百姓的内心正义与自律约束，

让犯罪者反思、反省、忏悔自己的罪行，从而不

敢再犯罪、不愿再犯罪。这不仅是判词说理的

重要价值所在，更是判词必须说理的原因。

当下，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尤为必要。“无论

是从实现程序正义、规范自由心证，还是从满足

受众期待、实现法律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方面

来看，对裁判文书进行说理都是裁判文书制作

的核心”［１３］，它是彰显司法公正、司法正义的必

要环节，也是树立司法权威、促进研究转型的重

要路径。而且，刑事“判决书是法院向社会展示

司法工作形象的根本载体，是赢取民众信赖与

尊重的‘脸面’”，加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是“刑

事案例指导制度自身的发展要求”，可以“消解

案件请示制度的弊端”，成为“法官应对错案追

究的有力武器”［１４］。说理不仅是刑事裁判文书

的生命，更是刑事裁判文书的灵魂，如若说理

缺失或说理不充分，刑事裁判文书就缺乏生机

与活力，很容易沦为司法形式化的产物，变成
“僵尸文书”。再者，加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一

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裁判结果的正确

率，提高裁判质量，降低上诉率，从而提升司法

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使法官在断案时更审慎、

更小心，约束法官的主观判断，使法官更加尊重

当事人、敬畏法律，有效遏制关系案、人情案，从

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进而提高百姓对裁判

结果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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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让“裁判者将自己置身为‘局外人’，站在

第三方的角度去观察与思考‘局中事’”［１５］，必

须让裁判者成为“局中人”，促进裁判者与广大

受众的互动，这也是必须加强说理的关键功用。

另外，加强说理也可以促进刑事裁判文书的公

开力度、增强公开的意义，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

式呈现，摆脱不说理、不充分说理的无意义的公

开，是实现刑事司法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统一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完善和建构我国的刑

事判例制度，唯有刑事裁判文书充分说理，才能

对指导性案例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才能助

推刑事判例制度的建构。

毋庸讳言，裁判文书作为审判程序的载体，

展现的是程序公正；作为审判结果的载体，展现

的是裁判理性。从不同的维度看，裁判文书说

理亦有不同的必要性：“从历史渊源看，裁判说

理是法官的基本职责；从法治进程看，裁判说理

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司法功能看，裁判说

理是定分止争的重要方法；从改革方向看，裁判

说理是司法公开的大势所趋。”［１６］毕竟，“万物

殊理”“法之理乃法之魂”，法律是“理”与“力”的

结合，不能有“理”无“力”，也不能有“力”无
“理”，刑事裁判文书作为法律权力的外化、司法

权威的体现，应当“理”与“力”并重，而不能有失

偏颇。

总而言之，刑事裁判文书必须说理的原因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说理有助于维

护司法公正，解开当事人“心结”，促进案结事

了；其二，说理有利于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

使职权，杜绝金钱、人情、关系的干扰，防范打招

呼、批条子、递材料等干预司法的不良现象；其

三，说理有益于推进源头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其四，说理也可以提高司法效

率、提升司法质量；其五，说理还可以深化司法

公开、防范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廉洁；其六，说理

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息讼服判、提高人

民群众满意度；最后，说理可以加强司法人权的

法治保障，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

（二）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果”

１．说理之“社会效果”

所谓“社会效果”，是指具体案件通过法官

的审理和裁判，所获得的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

的评价和认可程度［１７］。其追求的正义是实质

正义，主要在于回应社会公众的法治期待，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刑事裁判文书说

理的社会效果指的是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在社会

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包括积极影响与消极影

响。这种影响是指广大阅读者在接受刑事裁判

文书说理的信息时所派生的普遍性效益，并非

由个体意志所决定。

在古代，判词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概括———

简要———周详———明确，到清末民初，裁判理

由，即判词说理已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方

面，古代判词往往说理充分、说理恰到好处，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清朝名吏判牍选·

张船山判牍》中张船山审“陶丁氏戮死陶文凤

案”，该判词“异常清楚地把前因和后果展现出

来，因，是事实，果，是推论，有理有据，言明理

足，叙述眉目极为清晰，体现出案件判决合情、

合礼、合法，让人无可挑剔”；再如“墨县人曲培

秋杀人案”，该判词“把曲培秋一案而杀二命的

犯罪性质、利害后果都说得一清二楚，让人觉得

判处曲培秋‘斩立决’，斩得合理合法，如果不斩

则国法天理所不容”［１８］。类似这种说理透彻、

谨慎、清晰的古代判词不胜枚举，产生了积极的

社会效果，也为当时百姓和后人交口称誉。另

一方面，古代判词也有不说理、说理牵强附会的

情形，涉及诸多历史名人，如伍子胥、商鞅、屈

原、韩非、韩信、司马迁、范仲淹、岳飞、海瑞、袁

崇焕、史可法、林则徐等。当然，这些冤案的判

词自然不会有“理”可言，即使有“理”，也是不真

实的“理”、虚构的“理”、堂而皇之的“理”，这往

往会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严重亵渎了司法的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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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

学习苏联司法经验起到现在，刑事裁判文书在

说理这个关键环节一直比较“虚弱”。这种“病

恹恹的说理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在２０１８年

和２０２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关于加强

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与《关于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

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两部指导性文件，对刑事裁

判文书说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弥补了刑

事裁判文书说理缺乏制度化保障的缺陷。比

如，“２０２０年中国十大刑事案件”与“２０１９年人

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其裁判结果都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标志着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

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内容上，通常包括三

个方面：证据说理、事实说理与法律论证说理，

每个方面的说理或不说理、说理充分或不充分

等，都会产生不一样的社会效果。同样，在刑事

裁判文书说理技术上，也包括三个方面：说理的

对象、说理的结构与说理的方法。表面上，说理

技术看似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社会效果没什

么关联，而实际上，说理技术与刑事裁判文书说

理的社会效果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是刑事裁

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手段。在这个方面，兼具法

学与文学价值的古代判词做得比较好，其采用

文学化的修辞方式，注重说服当事人，注重语

言表达，更注重价值判断，目的在于说服与劝

导。与当下某些刑事裁判文书冷冰冰、干巴巴、

机械化的说理风格，以及部分法官端着司法权

的“架子”放不下、缺乏“人性化”的说理相比，判

词“人性化”“更接地气”的说理方式更容易产生

良好的社会效果。

２．说理之“法律效果”

所谓“法律效果”，是指通过法律适用作出

裁判，体现法制的原则与内涵，要求法官在审理

案件时既要遵守法定程序，又要维护司法公正，

体现法律自身的价值［１９］。其追求的正义是形

式正义，旨在维护法律尊严与司法权威，表现为

机械、死板地搬用法律去解决现实中活生生的

案件。

古代判词除以“情”说理、以“礼”说理外，也

以“律”说理，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效果。“由于我

国古代重刑轻民的立法思想，刑事法律制定得

比较完善，所以刑事案件判词中以律说理的特

点最为明显。”［２０］比如，《于成龙判牍》中的“吕

思义欠债诬陷案”，其判词便是运用以律说理，

产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这是古代判词中以
“律”说理的典范。而且，在古代，还“要求在司

法审判过程中，司法官应当将隐藏在法律背后

的社会价值加以揭示，以取得人民的认同”，“判

词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伦理训诫模式’，即在援

引法律进行判决的同时，进行大量的道德训

诫”［２１］。这种双重说理进路使得古代判词说理

的法律效果大大增强，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将其

概括为“说理—心服”模式。

当下，作为司法决策研究主要方向之一的

裁判文书说理研究，对司法决策有着重要的意

义。比如，“第三季度的裁判文书说理研究主要

关于司法决策中适用的立法资料、裁判规则的

研究、法官对裁判理由的寻找与适用问题研究

以及法官裁判的自由裁量权等议题”［２２］，弥补

了裁判文书在空白领域与新兴领域说理研究的

不足。而且，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要产生法律效

果，并不一定只能以“法律”说理才行，其他说理

支撑亦可。也即是说，“在法律适用中，如果仅

提出法律规定、证据来支持法律观点，应属‘直

接提出根据’；如果另提出法理知识和常识等社

会文化资源来支持法律观点，便是法学界常提

到的‘说理’。”［２３］比如，这种“法律外的说理依

据”可以是法官与当事人或社会公众之间的理

性沟通，可以是论证说理的文化意识，可以是价

值判断的文化理念，也可以是修辞论证的文化

风格，其不仅可以增强司法说服力，而且会产生

不一样的法律效果。并且，如果刑事裁判文书

说理是建立在共识、认同与信仰的基础之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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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也会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另外，法律修辞

的适当运用也可以增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使

其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法律修辞是一种语言

游戏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提升刑事裁判文书说

理的合理性，增强说理效果。

衡量法律效果的重要指标在于刑事裁判文

书的“说服力”与“可接受性”，二者是一体两面

的关系，呈正相关关系，只有刑事裁判文书的
“说服力”强了，“可接受性”才会提高，才能产生

良好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裁判说理作为司

法中的全方位动态活动，我们对其“可接受性”

需要秉持一种整体视角。理念方面，要兼具“规

范性”与“有效性”要求；方式方面，应融合“统一

化”与“个性化”特点；内容方面，要体现“事理”

“法理”与“情理”“文理”［２４］。当然，还要从主观

与客观两方面对“可接受性”进行评价，接受度

上去了，也就意味着说服力达到了，这说明刑事

裁判文书说理达标了，自然会产生好的法律效

果，否则，就会产生不好的法律效果。

　　三、实践层级：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行”

　　“行”，动词，意为照准实施（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还

有施用、做、从事之意。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
“行”，即说理如何躬行实践、如何践行的问题。

然而，正是由于越来越技术化、专门化的法律活

动，使得“过去过于注重书面审查而轻视言辞辩

论的倾向使得这种‘剧场表演’很大程度上沦为

了‘哑剧’，反映在裁判文书上则造成了释法说

理的不足”［２５］。如此，《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

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恰逢其时。但

是，该《意见》只是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要求、普

遍性的框架和规范性的准则，要真正实现“说得

出的正义”，仍需要个案裁判质量的不断提高和

个案裁判文书说理论证的持续改进。该《意见》

只是一种宏观上的顶层设计，且在对《意见》的

理解与适用上，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充分详实

的解读，主要从“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原则、目

的和价值”“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类型划分与重

点聚焦”以及“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规范支撑与

技术增效”三个层面进行。当然，还需要从微观

上逐渐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论证水平。只

有在宏观层级和微观层级共同发力，双管齐下，

彻底消除影响说理主观与客观的成因，才能保

证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出应

有的功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立足起点：以人民为中心

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由于受种种因素

的影响，我国部分法官在说理时总会有诸多的

顾虑，更多表现为担心说理造成的不利影响会

波及自身，怕影响自身形象、怕事后追责、怕承

受不住舆论的压力等。这种主观层级上的“害

怕”造就了客观层级上说理的“缺失”，久而久

之，整个司法系统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这一环

节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形成了奇怪的“潜规

则”，循环往复，说理在这个“怪圈”里难以“有所

作为”，呈消极的、被动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

法官甚至是整个法院欠缺一种“说理的勇气和

动力”。在说理比较充分的古代判词中，司法官

不仅有说理的勇气，更有充足的说理动力。因

此，当下的中国法官要更多以当事人的权益为

出发点，以广大老百姓的接受度为落脚点，更关

心整个社会效果与反响。毕竟，好的社会反馈

给了法官说理的勇气和自信，说理在判词中的

分量与地位也会越来越高，成为一种潜移默化

的规则。中国法官更要敢于做“包青天”，以人

民为中心，促进说理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功用的

发挥，把握好司法为民的初心。

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要深入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让说理公正地体现人

民群众的正当诉求，要让人民群众在刑事裁判

文书说理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要让说理不伤

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以及人民群众的权利与利

益。在司法中，说理公正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司

法公正，它体现的是一种司法良知与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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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保护与救济、制裁与惩罚更有说服力。

另外，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前，要对“以人民为

中心”进行深刻地解读，要“以人民至上为原则，

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福祉为宗旨，维护

人民的合法权利；以人民关切为导向，回应人民

的利益期待”［２６］。只有这样，才能在刑事裁判

文书说理中真正做到“司法为了人民、司法保护

人民、司法造福人民、司法依靠人民、司法不负

人民”［２７］。司法公不公正、说理充不充分，人民

说了算，也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才能真正

让公正成为司法的生命与灵魂，让说理成为刑

事裁判文书的生命与灵魂，才能真正把坚持习

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场落到

实处。

（二）把控关键：促进释法说理

追溯历史，古代判词的司法官，尤其是有着

诗人和文学家背景的司法官，其笔下的判词“充

分展示了其深厚的文学、法学修养，高超的驾驭

语言文字的能力，堪称融情、理、法及典故于一

炉的古代判词典范”［２８］。他们能说、敢说、也愿

说，对现实有着深刻的认知且察尽世间百态，笔

下的判词有着穿越时空的影响力，对当代刑事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极具借鉴意义。但要做到像

古代那般“名家辈出，佳判如云”的境界，还需要

把控说理的关键环节，以促进当代刑事裁判文

书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其一，要让法官能说理。古代优秀的司法

官往往集法学、文学于一身，其笔下的判词融合

了多重有利因素，不仅有很强的说服力、良好的

社会效果，而且更体现了古代司法官深厚的文

化底蕴，为古代判词的说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古代判词有着“严肃审慎的制判态度，情理

交融的写作方式，劝谕告诫的说理特点，‘文理

优长’的修辞技巧”［２９］，可以为当下刑事裁判文

书说理所借鉴。目前，我国刑事裁判文书说理

要重视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培养好法治专门队

伍，提高司法人员自身软实力，如此，法官才能

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好说理、说好理。

其二，要让法官愿说理。古代司法官在判

词中愿说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说

理能力，不论是面对普通案件还是复杂疑难案

件，亦或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案件，优秀的司法官

都可以将说理发挥到恰到好处，让人们心服口

服；另一方面，受当时的社会情势和整个司法体

制的良好熏陶，司法官们也很愿意说理，这样不

仅可以赢得民心，获得良好的社会赞誉，而且可

以让“父母官”“好官”等司法官形象立得住、立

得稳，对他们的发展有着极大地推动作用。当

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更要关注裁判文书说理环

节，在《意见》的宏观架构下，全国各地各级人民

法院要结合本地、本院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大问

题大改、小问题小改，完善法官评价标准、激励

机制等一系列有利于促进法官愿说理的书面

化、实质化措施，消除法官的心理芥蒂，提高法

官说理的意愿与主观能动性。

其三，要让法官敢说理。法官不敢说理，一

方面与整个司法体制、司法环境有着极大的关

联（比如影响法官说理的一系列司法暗箱操

作），另一方面也与司法外的一些复杂因素息息

相关（比如害怕当事人报复、恶意骚扰等）。所

以，不仅要净化、改革司法内部环境与体制，而

且要从外部环境上消除法官说理的顾虑，为其

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的说理氛围与环境，让法

官真正敢说理，从而让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正等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得到更彻底

的释放与展现。

（三）找准目标：释放说理价值

古代优秀的判词往往成效显著，因为古代

的司法官们真正释放了说理的价值。相比于当

下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模板化”“程式化”“简

约化”“碎片化”“个案化”“事实化”等一系列“去

说理化”“千篇一律”的特点，古代判词注重司法

官们个性的发挥，判词的形式、采用文体等都各

具特色，真正呈现出“百家争鸣”“千人千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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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也让判词的说理价值得到了淋漓尽致地

释放，古代判词的这种包容精神值得尊敬。当

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在裁判文书说理环

节的改革，不管是正面引导、还是倒逼机制，不

论是说给同行人听、还是说给外行人听，亦或是

要处理好“说者”与“听者”的关系等，这些破除

说理困境的“如何说理”“怎样说理”的改革措施

以及指导意见，本质上都是要“让说理的价值得

到释放”，实现说理的法治目标。因此，不管是

什么类型的案件，冤案也好、难案也好、悬案也

罢，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个案上。所以，只有在每

一个具体案件中得到释放，说理的价值才能得

到累增，说理才能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由面至

体，让说理的价值不再局限于点的维度，而要让

说理的价值扩充至立体的维度，打破传统的说

理格局，构建一个全新的说理框架，从而让说理

在司法体制中站稳脚跟、在刑事裁判文书中打

牢根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系统工程中站得

住、站得稳。

另外，要找准目标并对古代判词进行“扬

弃”，其积极作用值得学习，其消极作用要引以

为戒。如，“中国古代判词的伦理化倾向强化了

宗法伦理对社会秩序的整合作用，不利于法治

秩序的形成；古代判词的伦理化使道德规范凌

驾于法律之上，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和法律

信仰的形成。”［３０］司法体制改革要遵循法治化

目标，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亦要遵从法治化目标。

说理可以融合情理、事理、文理，更要体现法理，

以法理为主导，以其他“三理”为辅助，从而切合
“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理念。这样，说理不仅

具有价值性，而且具有时代性，也让说理的价值

得到更充分的彰显。而且，刑事裁判文书不同

于民事、行政裁判文书，其背后承载着更重大、

更关键、更具分量的法益价值。刑事裁判文书

的说理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冤假错案，

而且事后很难弥补。故此，一定要让刑事裁判

文书的说理找准目标，慎之又慎，不仅要释放其

价值，更要释放充满正能量的价值。

　　四、结语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至关重要，本文从事实

层级、核心层级、实践层级三个维度展开，也即

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角度对刑事裁判

文书说理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当然，文章

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比如对刑事裁判文书如

何说理的论述还是比较宏观，具有理论上的指

导意义，实际操作上还需依各个法院以及各个

案件具体情况而定。学术界关于裁判文书说理

的研究较为多元，尤其是在裁判文书说理为何

艰难、如何进行说理、说理有何意义等方面探讨

较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可以借鉴

古代判词的积极特征，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注

入传统文化价值，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辅

助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减轻法官的工作压力等。

总之，只有汲取一切有利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

的营养元素，让说理“更健康、更壮硕、更充实”，

才能真正充分发挥说理的灵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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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Ｊ］．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２）：１１６－１２０．

［１１］孙万怀．公开固然重要，说理更显公正———“公开三大

平台”中刑事裁判文书公开之局限［Ｊ］．现代法学，２０１４

（２）：４２－５３．

［１２］屈佳，陈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强化与规范化论要———

以《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为

视角［Ｊ］．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４６－５２，５６．

［１３］李灿．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Ｊ］．福建警察

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４）：４９－５６．

［１４］王彦博．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蝶变———以刑事案例指

导制度的完善为中心［Ｊ］．山东审判，２０１６（３）：３４－３８．

［１５］徐光华，曾志平．民意对影响性刑事个案判决结果影响

的实证考察［Ｊ］．厦门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７（１）：４６－６１．

［１６］白泉民．关于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几点思考［Ｊ］．山东审

判，２０１５（１）：４－１０．

［１７］什么是法律效果［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ｚｈｉｄ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１８６２６４８７５．ｈｔｍｌ，最终访问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３．

［１８］古代官员判词的趣闻故事与传说［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ｎ／ｍｉｐ／５７３７７８６７９．ｈｔｍｌ，最终访问日期：

２０２１－０５－１３．

［１９］什么是法律效果［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ｚｈｉｄ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１８６２６４８７５．ｈｔｍｌ，最终访问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３．

［２０］王长江．论中国古代裁判文书的优良传统及其继承［Ｊ］．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５）：１４１－

１４３．

［２１］周秀萍，胡平仁．中国古代判词的表达艺术［Ｊ］．湖南师

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９（６）：１０１－１０５．

［２２］中国司法研究季报（２０２０第三季度）［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９０Ａ６８３ＩｃＦｑＪｐｙＯＮＣｐＰＤｙｑＱ，最终

访问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４．

［２３］刘星．法律适用中理由和观点的关系：局外观察视角

［Ｊ］．中国法学，２０２０（５）：５－２４．

［２４］宋菲．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评价标准［Ｊ］．泰山学

院学报，２０２１（２）：５８－６４．

［２５］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Ｊ］．法学，

２０１９（１）：１７３－１８４．

［２６］胡玉鸿．“以人民为中心”的法理解读［Ｊ］．东方法学，

２０２１（２）：１７－３１．

［２７］吴建雄．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诠释［Ｊ］．武汉科技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６）：６２１－６２８．

［２８］赵金慨．我国古代诗人笔下的那些妙判［Ｎ］．人民法院

报，２０１８－０７－２７．

［２９］李双．古代判词的现代启示［Ｎ］．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１－０４

－１５．

［３０］蒋先福，陈媛．中国古代判词的伦理化倾向及其可能的

效用［Ｊ］．时代法学，２００８（６）：５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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